
 

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多维认定条件的响应——经验分析与

政策优化 

 

鄢伟波 叶菁菁 刘若鸿 

目录 

附录 I 特征事实 ............................................................................................................................. 1 

附录 II 填补方式稳健性检验 ....................................................................................................... 3 

附录 III 研究方法的技术细节 ..................................................................................................... 6 

附录 IV 研发人员比重门槛处职工总数降低的原因分析 ....................................................... 8 

附录 V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取消原因统计 ................................................................................ 13 

附录 VI 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协同 .................................................................................. 16 

附录 VII 附表与附图 .................................................................................................................. 18 

参考文献 ........................................................................................................................................ 23 

 

  



1 

附录 I 特征事实 

 

图 I1 研发支出与研发人员比重联合密度热力图 

 

 

图 I2 研发支出与研发人员比重联合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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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3 不同研发支出比重下研发人员比重分布密度图 

注：该图显示不同研发支出比重下的研发人员比重密度。例如，左上角表示研发支出比重在区间[0,1)

之间的企业的研发人员比重密度，右下角为全样本研发人员比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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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填补方式稳健性检验 

当研发支出比重较低时，企业申请高企的概率较低，因此部分企业仅披露了研发支出比

重，研发人员比重数据缺失，导致基于原始数据的反事实拟合效果欠佳。为缓解低研发支出

比重区间研发人员比重的样本缺失问题，本文利用研发支出比重在 2%以内且同时披露了研

发人员比重的样本，估计二者的关系如图 II1 所示，研发人员比重约为研发支出比重的 4 倍。

本文根据估计系数补齐研发支出比重较低时研发人员比重的缺失值，调整后的数据与原始数

据对比如图 II2 所示。本文对填补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研发支出比重 3%以内，研发

人员比重约为研发支出比重的 3.3 倍（见图 II3），据此补齐研发人员比重缺失值（见图 II4），

估计结果如表 II1 和表 II2 所示，经济显著性与统计显著性均与基准结果相近。 

 

图 II1 研发人员比重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 

注：样本为研发支出比重在 2%以内且同时披露了研发人员比重的上市企业，研发人员比重约为研发支

出比重的 4 倍。 

 

图 II2 研发人员比重原始数据与调整后数据比对 

注：当研发支出比重较低时，企业申请高企的概率较低，因此部分企业只披露了研发支出比重，而研

发人员比重数据缺失较多。本文根据图 II1 的估计系数补齐了研发支出比重<2%时的研发人员比重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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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3 研发人员比重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 

注：样本为研发支出比重在 3%以内且同时披露了研发人员比重的上市企业，研发人员比重约为研发支

出比重的 3.3 倍，标准误为 0.091。 

 

图 II4 研发人员比重原始数据与调整后数据比对 

注：当研发支出比重较低时，企业申请高企的概率较低，因此部分企业只披露了研发支出比重，而研

发人员比重数据缺失较多。本文根据图 II3 的估计系数补齐了研发支出比重<3%时的研发人员比重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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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1 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结果：填补方式稳健性检验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Panel A 研发人员比重与分解 

ln 研发人员人数 -0.026 0.069 -0.380 -0.136 0.091 

ln 职工总数 -0.092 0.013 -7.225*** -0.114 -0.073 

Panel B 不同类型职工人数 

ln 技术人员人数 -0.054 0.012 -4.580*** -0.076 -0.036 

ln 生产人员人数 0.033 0.025 1.300 -0.009 0.075 

ln 行政人员人数 -0.132 0.013 -10.069*** -0.155 -0.111 

ln 综合管理人员人数 0.312 0.236 1.322 -0.079 0.703 

ln 销售人员人数 -0.188 0.020 -9.153*** -0.223 -0.155 

ln 财务人员人数 -0.224 0.018 -12.481*** -0.255 -0.195 

注：标准误采用 5000 次重复抽样自举法（Bootstrap）计算得到；***、**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

显著性水平。列（4）和（5）汇报了 5000 次自举法 5%和 95%分位的 ITT 估计结果，相当于估计结果的 90%

置信区间。表中 ITT 估计结果采用图 II3 的填补方式，即根据图 II3 中 3.3 的估计系数补齐了研发支出比重

<3%时的研发人员比重缺失值，下表同。 

表 II2 招聘职工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结果：填补方式稳健性检验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ln 招聘职工总数 0.046 0.028 1.637 0.002 0.095 

ln 招聘非研发职工 0.047 0.029 1.589 -0.001 0.096 

ln 招聘研发职工 0.074 0.068 1.083 -0.034 0.190 

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是=1) 0.001 0.005 0.104 -0.008 0.010 

ln 加权平均工资 -0.012 0.042 -0.286 -0.081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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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研究方法的技术细节 

估计企业研发人员比重响应行为对结果变量的意向处理效应（intention to treatment，ITT）

分为两个步骤：第一，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人员比重的影响；第二，研发人员比重对结

果变量的影响。 

（一）第一步骤：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人员比重的影响 

第一步骤的关键在于估计未实施高企税收优惠政策情形下企业的反事实分布。本文构建

如式（1）所示的模型估计企业的反事实分布：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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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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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 d

C d d i1 ， （1） 

其中 jC 为企业在研发人员比重区间 j 的真实分布密度，即企业频率； jd 为研发人员比重区

间，表示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本文以 0.25%作为组距；p 为多项式拟合的最优阶数；

+d 和 d − 为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bunching window）的上下界，群聚区间为
+d d−  , ，在

此区间内企业会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改变研发人员比重； [ ]1 为指示函数，若比重区间

jd 处于群聚区间则取 1，否则取 0； j 为随机扰动项。式（1）右侧的第一项为群聚区间之

外研发人员比重的拟合；第二项为群聚区间的固定效应。排除掉群聚区间的固定效应，根据

式（1）可以得到企业的反事实分布：
0

ˆ ( )
p

k

j k j

k

C d
=

=  。 

在估计式（1）的过程中，需要确定两个参数：一是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的上界（ +d ）

和下界（ d − ），二是多项式拟合的最优阶数 p 。本文借鉴 Diamond and Persson（2016），使

用基于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方法代替主观选择法确定最优群聚区间和最优阶数。① 具体地，

本文运用 K-fold 交叉验证法将群聚分析的样本平均分为五份，依次取一份作为测试集，其

余四份作为训练集，根据多项式拟合的最小化均方误差（MSE）和 B=M 的原则确定最优群

聚区间和最优阶数。其中 B 代表群聚行为导致制度断层点右侧多出的企业数量（bunching 

mass），即 ( )
*

ˆˆ
d

j j

j d

B C C

+

=

= − ；M 则代表群聚行为导致制度断层点左侧缺失的企业数量（missing 

mass），即 ( )
* 1

ˆˆ
d

j j

j d

M C C
−

−

=

= − 。 

借鉴 Chetty et al.（2013）和 Mortenson and Whitten（2020）的研究思路，本文汇报了用

反事实分布作标准化、剔除研发人员比重区间量纲因素的相对聚束程度 b̂ （excess mass），

用以反映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人员比重群聚的影响，b̂ 的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b̂ 越大，“群聚”现象越明显，企业研发人员比重对高企税收优惠政策的响应程度越高。图

1 的结果表明，企业在研发人员比重门槛附近存在显著的群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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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第二步骤：研发人员比重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① K-fold 交叉验证法最终确定的多项式最优阶数 p 为 3 阶，研发人员比重区间为(0.25, 20]，群聚区间

[d‒, d+]为[1.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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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步骤，根据企业结果变量的真实分布，估计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企业结果

变量的反事实分布，并计算群聚行为对结果变量的意向处理效应。 

在第一步骤估计出反事实状态下企业分布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基于研发人员比重的

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研发人员、职工总数和结构，因此需要估计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

间内企业结果变量 Y 的反事实状态。根据反事实状态下的 Y 和真实情形的 Y，计算得到税收

优惠政策的意向处理效应。反事实状态下企业结果变量的估计如式（3）所示： 

 
0

( ) [ ]  

+

−= =

=  +  = + 
p d

k

j k j i j j

k i d

d iY d 1 ， （3） 

其中 Yj 代表结果变量，即在第 j 个研发人员比重区间内企业结果变量的均值，包括企业研发

人员、职工总数和结构（学历、职工类型）等，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式（1）相同。通过式（1）

和式（3）得到群聚区间企业和结果变量的反事实分布，本文进一步依据 Diamond and Persson

（2016）开发的群聚分析因果识别方法，以群聚区间的企业反事实分布作为权重，通过加权

平均即可得到意向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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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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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式（4）右侧的第一项表示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企业结果变量的真实均值；第二项表

示在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反事实情形下，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企业结果变量的加权均值。

.ExcN 表示研发人员比重群聚区间企业的数量； ( )0f̂ r 为权重，表示每个研发人员比重区间企

业反事实状态下的数量占 .ExcN 的比重，即
.ˆ / Exc

jC N ； ˆ
jY 为式（4）估计的每个研发人员比重

区间企业反事实结果变量。在群聚区间 ( )+d d−， 中，包括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做出响应的多

种类型：一是对税收优惠政策做出真实群聚反应的企业（bunchers）；二是在制度断层点左侧，

未对税收优惠政策做出反应的企业（never takers）；三是在制度断层点右侧，即使未实施税

收优惠政策，相应指标也会高于制度断层点的企业（always takers）。由于无法对这三种类型

的企业进行区分，因此式（4）识别的是意向处理效应。ITT 即为群聚区间真实结果变量均

值与反事实结果变量均值的差异，用以刻画企业研发人员比重群聚行为所引致的群聚区间内

企业结果变量的变化。例如，结果变量 Y 为研发人员人数，ITT 表示研发人员比重群聚行为

导致群聚区间内企业的平均研发人员人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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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研发人员比重门槛处职工总数降低的原因分析 

除需求因素外，职工总数在超过研发支出门槛线后的降低还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企

业低报职工总数。在高企认定过程中，企业可能低报职工总数使研发人员比重达到门槛线。

有以下证据表明企业并非简单通过低报职工总数来达到研发人员比重门槛线。首先，相比于

职工人数，职工工资和社保缴费直接与企业所得税和职工福利相关联，数据真实性更可靠。

若企业仅低报职工总数，则职工工资和社保缴费在研发支出比重门槛线处应连续。图 IV1 显

示，当研发支出比重超过门槛线时，职工工资和社保缴费总额同步降低，说明低报职工总数

难以解释认定门槛附近的职工人数变化。其次，在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企业职工总数可通

过两个数据来源交叉验证，其一为研发创新数据库中的研发人员数量与比重，通过两个变量

可倒推职工总数，企业低报职工总数的情形更可能出现在这一统计口径下；其二为企业年报

披露的职工总数，受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企业工资、社保等信息存在勾稽关系，进行数

据操纵的可能性相对更小。本文使用不同数据源得到的结果高度相似，说明统计口径差异并

非职工总数降低的原因。最后，上述证据来源于销售收入＞2 亿元的上市企业，图 IV2 使用

2010–2015 年①的税收调查数据刻画了职工总数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对于销售收入≤5000

万元的企业，职工总数在研发支出门槛线附近连续；对于 5000 万元＜销售收入≤2 亿元的企

业，职工总数在研发支出超过门槛线后小幅降低；而对于销售收入＞2 亿元的企业，职工总

数在研发支出超过门槛线后显著降低，这与通过上市企业数据观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通过

两套数据对比，本文认为，企业为达到研发人员比重门槛线而低报职工总数这一解释缺乏充

分证据支持。 

第二，企业采用业务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②减少直接雇用劳动力③。企业自雇还是外

购劳动力，在学理上属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企业边界问题（Coase，1937；威廉姆森，2002；

Grossman and Hart，1986；Grossman and Helpman，2002）。Bernhardt et al.（2016）对企业使

用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Weil（2014）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不同

类型职工被外包或派遣的可能性受岗位特征、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商业机密泄露风险等因素的

影响。销售和财务人员的资产专用性通常较低，且任务具有可分性，更适用于外购的治理结

构（威廉姆森，2002）；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属于企业核心成员，适用于传统雇佣关系；行

政人员和综合管理人员掌握企业更多的机密，若使用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职工离职后

可能造成商业机密泄露，因此不宜采用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Bostanci，2021）。图 IV3

和表 2 Panel B 显示了不同类型职工人数在研发人员比重附近的反事实分布图和群聚分析结

果，企业为满足高企研发人员比重门槛线，财务人员和销售人员分别降低 20.7%和 17.2%，

其次为行政人员（12.1%）和技术人员（4.4%），而生产人员和综合管理人员的变动不显著，

不同类型职工人数在门槛线附近的相对变动与企业采用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的解释自

洽。由于外包或劳务派遣难以测量，Goldschmidt & Schmieder（2017）、Dorn et al.（2018）

和 Drenik et al.（2023）将食品、保洁、保安和后勤等类型的人员减少识别为外包或劳务派遣

行为。本文的设定与之类似，假定不存在高企税收优惠政策，销售和财务人员人数在门槛线

附近应是连续的，门槛线附近销售和财务人员数量相对于反事实分布的减少可能是企业采用

 
① 销售收入≤5000 万元的企业，研发支出比重条件在 2016 年由 6%降低为 5%，因此该部分未使用 2016

年的税调数据。 
② 外包和劳务派遣在合同标的、管理主体、法理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又难以明确界

定和区分（刘子曦和朱江华峰，2019）。 
③ 这与 Bertrand et al.（2021）的研究情景有类似之处：印度劳资纠纷法案规定职工数多于 100 人的企

业裁员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自 2000 年以来，印度企业开始通过劳务派遣规避裁员成本，100 人以上企业

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由 2000 年的 20%提升到 2015 年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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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导致的。企业为享受面向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或逃避针对大企业的

监管，可能使用外包或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使自身规模符合中小企业标准（Bertrand et al.，

2021）。企业对研发人员比重认定条件的响应可能导致劳务派遣用工模式在非“临时性、辅

助性和替代性”岗位滥用，超过 10%的比例红线（鄢伟波，2023）。 

值得一提的是，除采用业务外包和劳务派遣用工模式外，企业还可能使用平台用工、非

全日制用工等灵活用工模式，或将部分员工工资作为劳务费列入公司的成本费用，人为降低

职工人数。相对于全日制劳动关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无需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但

需要缴纳工伤保险。① 为验证这一推测，本文使用税收调查数据，发现养老和医疗缴费比例

在研发支出门槛线附近分别降低 0.57 和 0.19 个百分点，但工伤保险缴费率不变（见图 IV3

和表 IV1），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的发现几乎一致（见图 IV4 和表 IV2）。 

 

图 IV1 工资和社保缴费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 

 

图 IV2 职工总数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税调数据 2010–2015 年） 

 
① 参见《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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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n 技术人员人数                             (b) ln 生产人员人数 

 

                 (c) ln 行政人员人数                            (d) ln 综合管理人员人数 

 

               (e) ln 销售人员人数                              (f) ln 财务人员人数 

图 IV3 不同类型职工人数与研发人员比重的 IT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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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V4 税收调查数据社保缴费比例与研发支出比重关系的 ITT 分析 

 

图 IV5 社保缴费比例与母公司研发支出比重关系的 ITT 分析（上市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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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V1 税收调查数据（2010–2016 年）社保缴费比例的 ITT 估计结果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养老保险比例 -0.0057 0.0005 -10.5256*** -0.0066 -0.0048 

医疗保险比例 -0.0019 0.0002 -8.1521*** -0.0022 -0.0015 

工伤保险比例 0.00004 0.00004 0.9948 -0.00003 0.00011 

表 IV2 社保缴费比例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上市企业数据）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养老保险比例 -0.0063 0.0007 -8.8208*** -0.0075 -0.0050 

医疗保险比例 -0.0029 0.0002 -12.6539*** -0.0034 -0.0026 

工伤保险比例 -0.00002 0.00011 -0.14303 -0.00020 0.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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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取消原因统计 

表 V1 部分省市高企资格被撤销原因 

地区 研发支出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 科技人员占比 累计 2 年未填报发展情况 注销 总计 

上海 192 303 90 227 53 679 

湖南 151 13 5 0 0 169 

厦门 55 19 14 12 11 95 

新疆 30 31 27 0 0 34 

甘肃 7 1 0 0 0 8 

注：除上述原因外，资格取消原因还包括公司被吊销、创新能力不达标、经营范围不属于规定范围等

个别情形。湖南和甘肃公布的资格取消原因中，每家企业只包含一条不满足认定条件的情形；而上海、厦

门和新疆则披露了多个原因。例如，新疆被撤销资格的 34 家高企中，24 家企业的研发支出、高新技术产品

收入占比和科技人员占比均不达标；而甘肃被撤销资格的 8 家高企中，撤销原因显示 7 家研发支出占比不

达标，1 家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不达标。 

 

 

图 V1 高企资格被取消原因韦恩（Venn）图 

注：包含上海、厦门、湖南、甘肃和新疆五个地区的数据，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的公告整理。 

注销或未填报 

N=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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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2 上海高企资格被取消原因韦恩（Venn）图 

 

图 V3 厦门高企资格被取消原因韦恩（Venn）图 

N=679 

注销或未填报 

N=95 

注销或未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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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4 新疆高企资格被取消原因韦恩（Venn）图 

  

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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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协同 

将高企税收优惠政策置于企业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见图 VI1）来看①，高企税

收优惠政策本应作用于创新产出端，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则作用于创新投入端②，二者

形成互补。在制度设计上，高企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考核技术开发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管

理能力和新产品收入的综合性政策，试图筛选和引导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并通过创新成果获

得利润的企业。但在实践中，受行政成本和中国创新发展初级阶段等主观客观因素影响，高

企认定过程重点关注创新投入端；对创新产出端的客观要求偏低，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比重难

以核实，企业获得高企资格后，相应知识产权并未在企业主要产品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高

企税收优惠政策的功能异化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产出端的补充。若真实研发活动集中

在少数企业（König et al.，2022），这一制度安排既锚定了真实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税务部

门也只需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部分企业，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行政成本。在从效率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阶段，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尽管对部分企业研发投入造成了重复优惠，但

在优惠方式上选择加计扣除而非税收抵免（tax credit），一定程度抵消了可能存在的重复优

惠，具有合理性。③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安排不利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首先，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异化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补充，二者在功能上重叠，导

致中国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创新产出端缺位；其次，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在研发支

出门槛处造成过度激励，可能产生更大的扭曲和行政成本；最后，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在优惠

力度上仍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存在重叠，但前者只针对特定企业，不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普

惠性。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优化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

政策体系，相关政策有两个调整方向：首先，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应回归政策职能，侧重对创

新产出和高新技术产品收入的考核，可借鉴“专利盒”制度④，提升税收优惠与创新产出之

间的关联性。其次，考虑到我国目前整体上仍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高企税收

优惠回归政策初衷后，为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优惠力度存在适

当的提升空间。除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外，不同制度间的协调配合也有助于实现上述

目标。高企税收优惠政策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税率式-税基式”搭配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重复和过度激励，在高企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后，可将对研发投入端的税收激励形式转变

为税收抵免，“税率式-税额式”的优惠组合能有效防止税率式优惠政策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① 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包括创业投资、吸引和培育人才、研发、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发展

和全产业链税收优惠政策等维度，参见《我国支持科技创新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指引》目录

（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403/t20240313_189961.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5 日）。 
② 从规模来看，2024 年前 11 个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成果转让税收优惠减税约为 8000 亿元，高新技

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减税约为 3373 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估计为高企税收优惠的 2 倍左右，

参见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237752/content.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5

日。 
③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适用于应税收入大于零的企业，对于应税收入小于零的企业，若满足一定条

件，税收抵免可返还不超过研发支出一定比例的现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方式下企业所得税=（税前利

润－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率）×税率；税收抵免优惠方式下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税率－研发支出×抵免率。

制造业研发费用 100%加计扣除相当于大型企业 25%税收抵免率、高企 15%税收抵免率，高于 OECD 国家

的平均优惠力度，参见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RDTAX，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5 日。 
④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

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专利盒”制度类似，但优惠范围相对较窄，

且优惠对象限定在居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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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削弱效应。① 尽管以上两个改革方向均会增加行政成本，但有助于完善通往自主创新

之路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与税收征管类似，税收优惠策略的优化也是国家能力提升的体现。

受创新发展阶段和行政成本影响，目前的高企认定过程过度关注研发支出比重，高企税收优

惠政策的功能异化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产出端的补充。为避免重复激励，在现行高企

税收优惠政策下，不宜将对研发投入端的税收激励转变为税收抵免。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阶段，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应加强对创新产出端的激励，使通往自主创新之路的税收优

惠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图 VI1 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① 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假定未扣除研发支出的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额为 Y，研发支出为 100，

税率式-税基式优惠组合下，高企和非高企所得税分别为（Y-100×2）×15%和（Y-100×2）×25%，税率式优

惠政策削弱了税基式优惠政策的优惠力度，但也避免了对创新投入的重复激励，是当前较为合理的组合；

若改为税率式-税额式优惠组合，则分别为 Y×15%-100×2×25% 和 Y×25%-100×2×25%，可在高企激励导向

转变后进行采用。 

商业/产业化 
研究开发 

（RD） 

科技成果： 

知识产权/ 

非知识产权 商业/产业化 

转让、许可、入股等 
外部转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产品（服务） 

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 高企税收优惠 

研发 

阶段 

税收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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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I 附表与附图 

表 A1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 研发支出及归集核算 

母公司研发支出比重（%） 11,776 3.09 1.62 0.001 6 

集团公司研发支出比重（%） 11,772 3.41  2.18  0  23.70  

资本化研发支出比重 10,542 0.0474 0.1336 0 1 

费用化研发支出比重 10,542 0.9525 0.1342 0 1 

Panel B 人员与结构 

研发人员比重（%） 10,733 14.16  10.14  0 93.04 

职工总人数 11,591 4173  6841  33  38206  

研发人员人数 10,792 477  851  8  6065  

技术人员人数 11,327 674  1139  3  6174  

生产人员人数 10,653 2440  4199  3  22557  

销售人员人数 11,163 406  889  2  5805  

行政人员人数 10,490 375  547  2  2905  

综合管理人员人数 1,892 440  1069  1  6415  

财务人员人数 10,648 80  122  3  711  

Panel C 招聘数据匹配上市公司数据 

招聘职工总数 13,337 3544 11672 1 62834 

招聘非研发职工人数 8,370 693 2260 1 12424 

招聘研发职工人数 12,995 3168 10392 1 55731 

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是=1） 13,069 0.15 0.25 0 1 

加权平均工资（元/月） 8,711 4354 2193 1208 11501 

Panel D 专利转移匹配税调数据 

转让专利总数 6,769 6.084 7.923 1 38 

转让发明专利数 6,769 3.060 4.573 0 21 

转让非发明专利 6,769 2.730 4.560 0 20 

受让专利总数 12,914 5.375 6.904 1 32 

受让发明专利数 12,914 2.645 3.706 0 17 

受让非发明专利 12,914 2.578 4.662 0 20 

注：招聘数据和专利转移数据加总到年份-企业层面。 

表 A2 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支出比重的 ITT 估计结果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费用化研发支出比重 0.019  0.003  5.692*** 0.013  0.024  

资本化研发支出比重 -0.019  0.003  -5.683*** -0.024  -0.013  

表 A3 招聘职工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结果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ln 招聘职工总数 0.041 0.028 1.484 -0.001 0.090 

ln 招聘非研发职工 0.085 0.064 1.332 -0.015 0.195 

ln 招聘研发职工 0.041 0.030 1.387 -0.008 0.091 

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是=1) 0.003 0.005 0.656 -0.005 0.012 

ln 加权平均工资 -0.018 0.041 -0.451 -0.084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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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专利受让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结果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Panel A: 销售收入≤5000 万元 

受让专利总数 0.100 0.209 0.479 -0.237 0.444 

受让发明专利数 0.073 0.088 0.837 -0.064 0.224 

受让非发明专利数 -0.047 0.151 -0.309 -0.288 0.209 

Panel B: 5000 万元＜销售收入≤2 亿元 

受让专利总数 0.150 0.343 0.438 -0.422 0.705 

受让发明专利数 -0.022 0.107 -0.207 -0.195 0.160 

受让非发明专利数 0.152 0.241 0.632 -0.251 0.533 

Panel C: 销售收入>2 亿元 

受让专利总数 -0.095 0.193 -0.491 -0.397 0.243 

受让发明专利数 -0.226 0.143 -1.579 -0.468 -0.001 

受让非发明专利数 0.139 0.142 0.979 -0.100 0.380 

表 A5 专利转让结果变量的 ITT 估计结果 

 ITT 标准误 t 统计量 自举法 5%分位 自举法 95%分位 

变量 （1） （2） （3） （4） （5） 

Panel A: 销售收入≤5000 万元 

转让专利总数 -0.851 0.856 -0.994 -2.334 0.492 

转让发明专利数 0.129 0.690 0.187 -1.081 1.168 

转让非发明专利数 -0.165 0.210 -0.785 -0.528 0.165 

Panel B: 5000 万元＜销售收入≤2 亿元 

转让专利总数 0.034 0.247 0.137 -0.454 0.360 

转让发明专利数 -0.244 0.206 -1.186 -0.587 0.096 

转让非发明专利数 0.245 0.257 0.954 -0.260 0.595 

Panel C: 销售收入>2 亿元 

转让专利总数 0.053 0.240 0.219 -0.380 0.408 

转让发明专利数 0.123 0.145 0.849 -0.151 0.323 

转让非发明专利数 -0.020 0.114 -0.174 -0.217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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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母公司认定高新年份密度图 

注：2008–2023 年间上市企业母公司认定（含首次和非首次）高企共计 10 113 次。 

 

图 A2 子公司认定高新年份密度图 

注：2008–2023 年间上市企业子公司认定（含首次和非首次）高企共计 37 43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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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母公司和集团公司研发支出比重分布 

 

图 A4 专利转让与研发支出比重的关系：IT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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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首次/非首次认定高企母公司三年平均研发支出比重分布 

注：对于首次或非首次认定高企的上市企业母公司，该图刻画了认定前三年（不含认定当年）的研发

支出比重的分布频数及其密度。非首次认定相对于首次认定在年份上更靠后，但在恰好超过 3%处的密度峰

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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